校園重訪：反省台大八０年代的校園規劃*                  夏鑄九**
1、 前言
本文目的在於就1980年代《台大校園規劃》的歷史條件、形成脈絡、主要內容、與執行過程，討論其結果與一點經驗，並反省它的影響、限制與歷史意義。八０年代的台大校園規劃是台大校方有意識地運用校園規劃以管理校園成長的起點。在此分析其過程，總結其教訓，不但對大學校園規劃有積極意義，而且在規劃理論與實務方面，對歷史地面臨快速發展的大機構（institutions）、
城市與區域所面對的挑戰，也希望有一定程度的啟發。
2、 重訪歷史的台大校園與校園規劃
為了讓北京大學的同行能多瞭解一點台大校園，有必要先對重要的校園歷史做一點說明。台灣大學是日本殖民者的九所帝國大學中的第九所，台北帝國大學（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因此是殖民大學（colonial university）。它是台灣第一所，殖民時期唯一一所現代大學，也是對社會最有影響力的大學。台灣大學創設計畫始於1922年，1925年以當時的富田町台北高等農林學校的校地為基礎，進行校地收購與校舍興建，就是過去稱為“校本部”，1950年後稱為“校總區”的地方，也就是本文所討論的台大校園。
1928年，台灣總督府公布台灣大學官制，設立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文政與理農兩學部，本部則設在總督府內（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委員會工作小組，1983:22；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小組，2001:5）。雖然校總區部分的都市計畫學校用地徵收，因政府財務原因要遲到1980年代末才算逐步完成，但是就今天所見的台灣大學校園校總區的用地言，在創始時即可說已具備了雛形。
我們審視1928年的校園配置圖（圖一），
即使其中有小部分日後並未實現，但是台大校園空間的文化形式（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的主要性格已經確立了。大門，順著公圳流向，向外連接上西南近郊新店進入台北市中心的主要道路（即今日的羅斯福路），向內則創造一種入口過渡（entrance transition）的效果。其一，由進入校園取向東北四十五度角轉折，形成過渡空間的效果。其二，大門設計形式相對較謙卑，佐證了校園規劃者一致的設計用意，即，入口宜深藏不露，這也是內奧的空間要求隱密，以轉折過渡連接上組織校園空間的主要東西軸線。而巴洛克式軸線象徵性地朝向日出之東，在集中視線的端景處則計劃著南方研究中心的合院建築物。
這地方神聖化了台北帝國大學由殖民者所託付的任務：入侵南洋必須在知識上預作準備，這得植基於現代的科學研究成果之上。至於軸線兩側則為教學研究核心區，北部為文政學部、圖書館，南側則為農學教室、理農及專門大樓、理化學教室與生物學教室。南北校舍以丁字路佈局，以建物山牆做為端景，主要建物的正面則錯開配置，建物內部的南向走廊也才符合亞熱帶的氣候要求。理農及專門本部（今行政大樓）與文政學部本部（今文學院）做為最主要的建築物，它們的正立面突出表現了入口的紀念性與儀式性效果，在大約椰林大道兩倍寬所形成的一個長方形空間裡，
南北短軸線的張力隔著庭院與水池遙遙相對，這是主要的學院，也是校區的權力中心。
校園的地景植栽多為樟樹、白千層等。尤其是樟樹，既為適合生長的土生樹種，又與東京帝大、京都帝大等殖民母國校園的樹種一致，地景植栽的性格十分相似。這時，校園北邊留為運動場，而校園南邊的農地，除了小土丘庇佑著有名的鼓亭林公館、
灌溉的公圳水道與支流、一些安溪人後代的宅地（如芳蘭大厝）、農舍、田地之外，餘多為總督府農業部農場、中央研究所植物分科園與台大共同使用的農地。
1930年代的台北帝大在日本教育制度及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植民政策下持續發展。文政學部前加植茄苳、
軸線兩側以椰子樹美化原先植栽稀疏而肅殺的權威空間，教學研究核心區與體能、軍訓的相關設施也都在此時陸續齊備（（圖二、三、四）（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小組，2001:5-6）。除了椰子樹帶來的熱帶聯想，台北帝國大學與東京帝大的空間特性基本上是一致的。英國建築師約西亞‧康德（Josiah Conder）對東京大學建築教育制度與校園，以至於對日本現代建築早期階段的折衷主義式西方建築影響，
可以在台北帝大的校舍中一一發現驚人的相似處，這就是殖民大學的校園。由那時起，其實台灣大學校園空間的象徵形式就已經確立了。十三溝面磚、開口的施工細部、磨石子、洗石子與斬假石仿石作處理、黑瓦、寬窗臺、南向走廊、中庭合院、三層樓建築物量體、正門入口露臺、山牆端景、丁字路口、植栽…到東向林蔭大道，共同建構了一種空間連續性，一種強烈的個性。值得指出的是，在東京必須知所約束的巴洛克軸線，在台北卻可以放手讓殖民者取得平均寬達七十公尺的椰林大道。這幾乎是所有殖民地的宿命，殖民的都市設計與計劃（colonial urbanism）對殖民者言還不只應是一面反省之鏡，它更得是一面放大鏡，殖民建築的選擇其實隱含著更多的政治意義，值得昔時殖民者的後代，尤其是昔時被殖民者的後代去揭露。
巴洛克軸線統攝了仿歐中世紀古典學院中庭式院落(yard, court)，表現了殖民國家權威與知識貴族知識權威的理性。
這裡是知識貴族與知識理性的生產地，也是殖民國家的重要學術機構。殖民大學是殖民者的高等教育所需要的殖民知識階級文化薰陶的空間氛圍。做為教育的地方所創造的空間經驗，對實際的使用者（接受者）日本人言，這是確保文化再生產的基地，是國家制度裡階層化勞動力的官僚體系一部份，也是歐洲講座式大學研究制度與殖民國家軍事與政治要求相結合的研究性大學。
而它的歷史破綻是，台北帝大校園做為一個學習地方，它表現的權力慾與控制慾，其實遠大於刺激知識、啟發創新氛圍所需的開放性。至於對殖民大學初期的校園中僅僅零星存在的使用者本島人言，這裡是還不能進入的殖民知識貴族之陌生殿堂。
這種種破綻，其實核心在於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中主體的缺席，而這卻正是教育事業的靈魂，使學習過程中有機會產生“青出於藍”的主體積極性的根源（夏鑄九，2000:72）。
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賦予台灣的角色改變為工業與南進的基地，1943年的校園規劃配置正是這個政治目標的積極展現（圖五）（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小組，2001:6）。工學院於同年成立，
計劃中要建十七棟如軍營般的建築物，整個校園規劃往北大幅擴張，不但預期面積超過原先的教學研究核心區一倍以上，而且大門朝北、闢大水池、大廣場比椰林大道還要寬一倍、十字路格子模式等，徹底改變了校園原來的佈局與既有的空間氛圍。但是，一如大部分大規模校園規劃的共同命運一般，隨著台灣光復，這個偉大的計劃也就被遺忘了。
1945年台灣光復，台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改學部為學院，停辦南方人文研究所與南方資源研究所。1950年代的校園發展現況圖（圖六）則說明了在台灣的經濟尚未快速發展前，資源較匱乏的現實處境，也談不上有什麼校園規劃。
一旦爭取到建築經費就尋覓基地興建，避免經費流失，遑論考量整體校園的品質。空間的品質最後只能寄望建築師多用心，很難主動提出校園整體關係的要求。大致上說，讓椰林大道繼續延伸得更長與沿著往北的小椰林道當作發展的基本架構，勉強維持一點表面的空間秩序（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委員會工作小組，1983:26；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小組，2001:6-7）。
雖然沒有校園規劃可言，這段時間最重要的校園空間特色應該有兩點必須提醒，即，傅鐘、傅園與杜鵑花。
首先，光復後台大校長中最有影響力與象徵意義的校長是傅斯年；他雖是光復後的第三任校長，卻是台大由殖民地大學轉型，由德、日式講座教授制轉向當時教育部所主導的美式大學的第一步。傅氏是戰後台大確立制度，提振校風的關鍵人物。傅斯年除了“廣延教授、
增建校舍、
充實圖書、獎勵研究”這類一般性的肯定之外，在當時的白色恐怖政治壓力下處理“四六事件”，
安定校園，建立制度，改變風氣才是關鍵。
對傅斯年的想像，已經成為台大校園的歷史遺產。譬如說，傅鐘與傅園，它的空間的表徵（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效果，
已成為對學術自由傳統的心象圖繪的一部份。傅斯年任職時間雖然極短，但是，他連結了台大與北大的想像關係，在1949年之後帶給台大，已至於整個台灣知識界的影響確是深遠的。
近代歐洲布爾喬亞的自由主義將大學視為公共領域中的批判性言論的知識來源，建構了一種虛構性想像。傅斯年的博學與大度為其特長，
成功地做為學術界的領導，以史賓諾莎“貢獻這所大學給宇宙”的精神辦學，成就一種對大學的想像。但是，他對學術自由風格與大學自主性的肯定價值，在反共與威權政治統治時，竟化身為台大的歷史的一部份，以學術獨立的神聖性，成為台灣社會抵抗政治高壓的象徵與共同的歷史榮耀，也使台大成為學術風氣最自由的高等學府。在校園的真實空間裡，傅鐘的實質形式本身並不巨大沈重，但是它位在椰林大道中心，是生活空間體驗到的另一種真實空間。它的空間，一種表徵（再現）的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紀念性不在於形體，就像是鐘聲，是一種無形但卻清楚的聲音，在象徵的空間中迴盪。傅園是傅斯年墓亭所在的植物園，安靜地處於喧鬧的大門左手綠蔭裡。傅園按希臘衛城上的巴森農神殿的取向動線與空間佈局，安放骨灰的墓亭則為四柱式希臘神殿，都已成為大學歷史遺產的一部份了。至於台大校門本身，做為大門的門面意義，它前面的廣場一直是台大與社會互動的地方，是台大校園特殊的“中心”，被師生以及台灣社會視為“民主廣場”，是民主選舉時候選人發表政見的理想地方，也因此，在1970年末被學校用牆圍了起來。

其次，椰林大道上的龍柏與杜鵑花植栽世俗化了森嚴的殖民大學空間的神聖性。
尤其是杜鵑花，台大校園裡種植的杜鵑花品種價廉但生命力頑強。春日盛開的的杜鵑花不但軟化了殖民大學原來採用的巴洛克軸線表現的權力意志與學院中封閉的層級性空間，它的季節性與爛漫色彩所增加的世俗氛圍，更添加了大學校園本來就一直伴隨著的浪漫想像。台大校園，長期以來竟被台灣社會視為“杜鵑花城”。台大校園在擁擠而欠缺開放空間的台北市中心，早就被市民們當作是一種補償性的另類公園，一種有書卷氣的公共空間了。到今天，台大校園展現一種自己也不見得能察覺的都市開放空間的開放性（openness），曾讓到訪的日本學者驚奇。
歷史的變化總是充滿驚奇，其現實過程則常是複雜弔詭的。台大校園的核心區舊校園與寬廣的椰林大道已經成為校園象徵。與高密度、混亂的台北市都市形式對比，經由市民的眼光與身體的活動，殖民大學舊校園的紀念性與椰林大道的神聖性的空間符碼已經被接受、轉換與顛覆了，以及另一方面，它也成為台大師生辨認校園，自我認同的主要象徵元素了。
台大校園真正的問題是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後造成台大校園空間上歷史連續性的危機。日益增多的新建築草草建起，一無章法。與社會上對台灣大學的浪漫想像對比，現實卻是突兀的粗糙與混亂，1980年初終於讓師生都警覺到了校園的問題，它催生了校園規劃。 

3、 1980年代初台大校園規劃所面對的問題
1980年代初的台大校園成長快速又雜亂，卻難有改革的施力點，當時的台大校園規劃面對的是一個正在開始急遽改變的台大校園。新建築物基地的取得變成不同學院院長間的校園勢力範圍劃分與空間領域角力，與校園整體成長無關。建築師遴選過程基本上是行政上層的黑箱作業。在不合理且低廉的設計費用限制下，經選擇後的建築師並沒有足夠的時間與意願瞭解校園，甚至也無力滿足建築物本身日常使用者的實際需要。於是，突兀的、未考慮周圍校園環境的單棟樓館迅速冒了出來。個別的樓館表現的是校園體制中之單一系所本身的需求，各單位好不容易爭取到制度中的經費，都認為是難得機會，於是，空間自是越大越好，當然更顧不得對周圍環境的衝擊，結果，原來校園的歷史連續性面臨急遽的改變。校園，其實一如當時台灣其他的人造環境，快速成長所埋葬之校園特色不過是結局罷了，這其實是台灣在經濟發展中某些新的、帶著歷史性與魯莽性的破壞力量，它們敘事方式之空間文本。它是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學院版本之表徵（再現）的空間與象徵形式，豈真有象牙塔中的校園建築？總之，台灣大學的校園是台灣現實社會的一部份，空間是社會的表現。在眾多人選競逐的政治壓力下，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力邀1982年已經退休的工學院院長虞兆中教授出任校長。在長期政治監控籠罩下的台大校園，
竟然由一位沒有太多政治背景的教授初任校長，校園好像有了一點生機。在校長支持下開始了台大校園規劃。
4、 台大校園規劃的一些規劃元素
1. 校園規劃方法上的反省
1980年代初推動的台大校園規劃受到美國學院裡規劃與設計專業論述反省思潮與範型轉移（paradigm shift）的影響，放棄了行不通的傳統藍圖式主要計畫（master plan）的形式主義作法。規劃者為麻省理工學院開文‧林區（Kevin Lynch）對長程規劃long range planning）的主張，以及柏克萊加州大學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所做的奧立崗大學校園規劃的看法（即《奧立崗實驗》（The Oregon Experiment, 1975）所吸引，提出了校園發展的構想後，便擬定校園環境經理的架構，校方成立的校園規劃委員會及其工作小組所形成的決策過程，加上建構一套校園的設計準則（模式語言，pattern language），指導設計操作，試圖控制日後之校園成長。開文‧林區一一檢討顯示管理權力的行政單位型、依功能上的理性要求劃分的實質空間類型、空間聚集的都市類型、傳統學院制的社會共同體類型等等校園，反省美式大學校園規劃與現實快速發展間的落差，校園規劃成為脫落於現實的，失敗的長程規劃。戰後美式大學校園淪為巨大的停車場，以及，各系所分別爭取巨大的預算，快速發展成為各自孤立的樓館。原來大學知識菁英養成的學院既是教學的地方，也是住宿、餐飲、研討、圖書館等功能混雜的空間。教學、生活與社會活動重疊為一種大的學習團體，而空間單元就等於社會的單元，彼此間正式與非正式地連鎖在一起。但是，隨著大學的社會功能轉化，這種古典學院已經成為對中古大學的浪漫想像，或是淪為校園規劃空間佈局時僅具形式意義的空間元素了(Lynch, 1971:234-235, 345-347)。也因此，更激進的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即由校園營造預算的分配著手，鼓勵零星的小規模成長，以適合校園使用者參與，增加人文的氣息，在奧立岡大學曾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Leu, 1985）。這種態度代表了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歐美社會運動土壤中浮現的反省性人文主義與社區設計取向，當時台灣的的主流規劃論述而言是種戰鬥姿態，當然，也是對實質空間的宣言。
　　規劃者認為，大學校園少有，也不宜有速成式的建設。規劃者不能信任現代建築運動產生的個人英雄主義式建築師，認為有些建築師追求將整個校園在其一人之手下完成所有的設計，這已不是個人事業之企圖心，而根本就是對校園特色塑造之膚淺理解。尤其，由於對未來之不可測，大學校園規劃需要的是一個有調適能力的長程成長架構。一個有彈性的成長架構遠比圖面漂亮的綱要計畫切合實際得多。傳統藍圖式綱要計畫所再現的全盤理性是戰後1950~60年代之產物，在快速變動的現實挑戰下，早就是不合時宜的專業理性，它表現的成見與權力遠比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為多。
　　校園，並不只是大學教育之空間載體而已，大學校園是大學教育的表徵（再現）的空間，簡言之，其意義遠超過對實質空間層次之簡單功能性思考，大學校園是大學的象徵表現，大學校園就是大學本身！
2. 擬定台大校園空間形式的成長架構
　　大學為百年樹人之地，大學校園須為百年大計。大學，具備大而穩定的組織，居於一塊永久性的基地上，預備長期擴展，也有能力進行長程自我控制與方向領導。像這種地方之規劃內容有三重點：首先，校園之長程規劃需能掌握未來發展的趨勢與功能上的調適，它決定了校園活動發生的類型、密度與使用強度。其次，校園規劃必須對校園動線系統的層級、序列與流動通過的經驗效果等，要能預先掌握。最後，最複雜的部份就是開放空間、地景植栽、與建築物的形式特徵的把握。為了保持特色又不失應變能力，校園規劃長程成長架構，其實是快速成長壓力下，校園環境決策過程的經理。它的關鍵在於“執行” （implementation）而不只是寫規劃報告而已，尤其，在政治民主化的趨勢下，如何讓校園環境決策過程民主化，卻又具備塑造好校園的能力是不容易的任務。
當時校園規劃的主要工作大致沿以下線索展開，(1).推動參與式設計；(2).成立校規會及工作小組；(3).形成主要構想——舊校園歷史連續性的保存與特色的強化，這部分可以說是師生們的共識了；(4).形成校園環境的決策過程；(5).由設計準則指導設計操作，完成建築計劃書（architectural program），以此公開競圖，以及，控制校園的成長。
五、執行過程與初步結果
台大校園成長的架構確立了之後，在最關鍵的執行過程中，為制度所支持的新的校園規劃實際地改變了既定的權力關係。當時最重的支持來自校長大力肯定，以及，總務處營繕組的行政支援。然而，當時的虞校長不是政治中人，台大的財政困窘並未改善，校園建設很難大幅推動。甚至，當時至辛亥路的校園預定地均未徵收，如何在有限的校地中安插已獲得營造預算的校舍而不違背校園長程發展的構想，管理成長，成為校園規劃工作小組中的機動小組最立即的專業任務。
很快地，等下一任新校長孫震校長接任後，校園規劃被當作是校園決策權力間的緩衝器，校園規劃原來具有的受校長尊重的地位與執行過程所強調的民主參與氣氛就逐漸消失了。這種決策衝突時的權力緩衝器感受，使得校園規劃工作小組的技術性工作折衝得十分吃力。最後，校園規劃的工作小組行政單位化，有了固定的人員與空間，好處是程序確立了，但是卻正式成為校園官僚機器的一部分，它發揮的功能就被不同的總務長的開明程度決定了。
若以實際個案為例，台大大門口設計案的三次挫折，可以說是最真實的校園規劃過程的折衝經驗了。台大大門口的規劃與設計，或者更具體地說，復原1970年末以圍牆封閉廣場之前的校門，在三任不同校長手上就做過三次不同的方案，甚至歷經校務會議討論，結果都沒有機會執行。如今，參加第一次工作的學生與助理，都已在做研究、教書（有的已做完建築系系主任了）、做政務官、成為建築師、規劃師或是顧問工程公司的規劃與設計負責人了，而台大大門口的問題卻依然如故，沒有機會改善。台大校園規劃確是值得反省，不然，何以展望未來？
相較起來，倒是一些較小的角落，在校園規劃新建立的程序下讓一些認真的建築師與學生的參與式設計取得了一點初步的營建成果。像共同教室、語言中心、環工所、研究生宿舍、小福利社前廣場改善等。
由1980年初決定基地位置，於1998年校慶落成，在黃世孟教授負責召集的校規會專案小組與圖書館同仁積極參與下，由森海建築師事務所負責設計的，新的總圖書館，應該算是光復後的台大校園建築中為一一棟可以在營建品質上與殖民時期的舊校舍比較一下品質的。台大總圖書館是1980年代初虞兆中校長主張要爭取的唯一一棟校園公共建築物，其後在孫震校長任內傾全台大之力，成立了圖書館營建工程籌建小組向教育部爭取預算，在1989年預算正式通過，歷經十載以上，到了陳維昭校長手中才大功告成。總圖書館的基地位置當時決定放在椰林大道終端，一則做為端景，表現總圖之於台大的重要象徵意義，二則當時在校地未完全徵收前實在沒有其他選擇，而校方原來有舊個計劃，竟然是在那兒放個可以集合全校學生聽講的大禮堂。那麼，把總圖至於最尊崇的位置做為共識，至少可以避免其他方案，把校園品質弄得再惡化下去。這些都得算是校園規劃構想執行過程所處的真實社會政治脈絡。今天，看見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小組所製作的2001年版的《國立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報告書》（圖七），至少，已經將台大校園規劃納入了一個可公開依循與交換意見的制度性常軌，考量執行過程中規劃與設計的技術人員折衝時所需的艱辛，真是不容易的事。
六、何以致此？一點經驗
就台大校園本身言，1980年初開始推動的台大校園規劃執行至今，其中的滄桑值得進一步研究。執行的變化與接任負責校園規劃的教授們的理念差異固有，但實際關係不大，其阻力與改變主要因為校園規劃的執行關係著既定校園營造過程中權力關係的改變。就1980年初，校園規劃工作推動初期的經驗，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留心，做為日後汲取經驗之教訓。
　　1.使用者參與
　　即使是1980年初的台大校園政治還比較保守的氣氛下，當時的校園規劃過程就採取了參與式的規劃與設計過程。除了在意見互動上向教職員、學生、甚至市民開放外，校園規劃本身就是研究生、研究助理以及許多熱情、積極、能幹的大學部同學參與的成果。尤其是大學部的同學，他們依賴者對真實校園生活的親身體驗，彌補了專業能力不足的缺陷，是難能可貴的經驗。在這種傾向下，校園規劃工作也試著把各館舍設計過程開放，強調師生使用者的參與。使用者參與是保證規劃與設計決策與成果品質的關鍵，這是歐美六○至七○年代社會運動與專業反省浪潮的產物，空間的改善其實需伴隨著社會的改革與人們活力的解放。
　　２.專業者的技術支援
　　當時，校園規劃的建議直接改變了校園環境的決策過程，尤其是傳統總務處營繕組的工作。校園規劃開放了校舍設計的建築師遴選，以公開競圖為之。公開而公正的競圖除了政治上的意願之外，其品質需要專業技術的支援。譬如說，競圖的“建築計劃書製作”（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就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它需在競圖之前，先由專業者協助，在使用者參與的過程中先行完成。其次，建築計劃書本身便是校園規劃的延伸產品，除了架構相符外，更需在設計準則上相連結。
　　３.制度內積極投入的關鍵人物
　　1980年初推動的台大校園規劃之所以能在當時確實改變了部份的校園環境決策過程，讓規劃報告經由空間論述得以直接干預真實空間的塑造，主要是虞兆中校長的支持，以及特別需要指出的，土木系茅聲燾教授的支持。茅聲燾教授是才子型的人物，才華洋溢之外，過人的行政能力更是一般學院學者中少見的。他為了協助虞兆中校長，主動請纓，接任總務處營繕組主任。當時營繕組令人耳目一新，校園工程井然有序，校園規劃也得以克服一般規劃案所難得把握的真正制度內改革的機會。制度內積極投入的能幹人物是改革的樞紐，無此，改革理念終究只是規劃語言的書面操作而已。政策是推動者意志的實現，制度也需人才來使其有生氣，也因此，人亡政息是同理。
七、影響、限制與意義——一點反省
雖然對真實的台大校園的改善有限，台大校園規劃倒對台灣的建築與規劃專業界產生了一些影響。首先是對校園規劃的規劃論述(planning discourse)的影響，伴隨著《模式語言》(A Pattern Language)一書對建築設計理論的衝擊，與都市設計及其管制準則(control guidelines)也在1980年代初引入台灣，台大校園規劃也對保守的專業論述造成了一些衝擊。某個程度上在規劃與設計專業界內，改變了一點對規劃與設計師的想像，營造空間的過程變得層次多了些，手段也複雜了些，這是制度與社會轉變的一部份。
此外，看到台大校園的嘗試，有些其他大學校園也有一些機會改變過去的“校園營繕工程”所不能應付的局面，試著推動校園規劃，致力在校園規劃過程中塑造與改變大學的意象，這其實關係著台灣社會美感教育提升的深層課題，也是個幾乎不可能達到的歷史的與社會的任務。
若由自我反省的角度提出校園規劃意義上的思考，1980年代初台大校園規劃所致力的台大校園空間的歷史連續性保存與特色塑造，或許，只是在當時時空條件下再現了自由主義的人文主義對大學校園的古典空間想像？其後，使用者民主參與的理想逐漸空洞化，例行的行政權力仍然凌駕了使用者參與的設計過程。1980年初開始推動的台大校園規劃展現的能力還嫌稚嫩，在時機上以及實力上都還不足以提供為大學教育改革的歷史計劃的物質空間支持，校園規劃本身在校長更迭後也得不到足夠的制度內改革的支持。
1980年代台大校園急遽成長的根本動力並未因校園規劃對空間與形式上經理而獲得根本的改變。即使在規劃方法上做了檢討，美國式州立大學快速發展的弊病也未能真正避免。孤立的樓館以系所為單位爭相冒出地面。如同校園，學院，在發展的壓力下成為形式上的校以下單位。既有的舊式學院(colleges)單位已經無法統籌快速發展的系所在新的教學與研究發展功能上的要求，增強橫向的聯繫(linkage)，這甚至是學院以上的大學行政單位本身也無法阻擋的力量。或許，更徹底的引入美式制度，以更多樣的學院(schools)與更彈性化的學程已經是大勢之所趨。它的優劣需回到大學角色在新形勢下如何重新定位才能加以評估。譬如說，應更根本地檢討大學部與研究生院的關係。有些專業學院與新興科技學院快速成長的現實確實說明了大學在新經濟亟需的創新能力上所扮演的研究與發展角色，結合企業，提升生產力，它們確實必須受到鼓勵，不然立即落後。但是，這樣做卻不必然要改變大學部本身的通識教育意義，這樣，才能適合新社會長遠發展的人才培育要求，在人文與社會的層面深耕。大學必須是科技與文化的橋樑，不然，未來的科技與文化之間，如何得以再度有機會平等對話？
假如進一步提出反省，台大校園規劃的過程其實也同時表現了日後台灣社會政治轉化過程的另一面，就是在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校園決策過程中校長權力的弱化。以傑出的學院領袖領導大學轉型的期望已經注定成為幻影了。這是民主學步下“教授治校”被扭曲的不幸結局。我們竟然得面對一個什麼事都不能做的局面，這也是在昔日政治威權以及同時大學神聖性的神話解除後，大學快速庸俗化，學院快速平庸化的結局之一。對台大言，台大校園其實就是台大本身，甚至，台大校園決策過程與執行的問題不也正是今天台灣政府部門的問題嗎？今天台大的制度本身似乎不是為做事而設計的，而是適合權力爭奪的場域，尤以校務會議為然。我想，這是不同政治立場的台大同仁都有的相同感受。民主政治不應該只有這樣的結局。不平等權力關係與權力間之角逐是不會突然消失的，然而，這也正是我們需要制度的原因。
至於有台大的學生發問：怎麼辦？我的回答是，目前台灣大學有台灣最好的學生，所以仍有希望，這是好學校的第一條件，也往往是不公平的歷史與社會的優勢。台大還要爭取更好的老師，這是要成為更好的大學的必要條件。成為好的大學了，校園規劃在校園營造過程中權力關係的改變才會得到真實的持續支持，校園規劃在得以讓大學教育改革本身得到物質空間的支持，大學才會有好的大學校園。總之，校園規劃不是空間化妝術。
面對全球性之變局，大學與校園的應變能力是一個社會能否力爭上游的關鍵，因為大學既是百年樹人之地，能否成為生產知識與推動科技的基地，成為創新氛圍(milieu of innovation)與合能(synergy)產生的新知識之源？它與企業組織間關係的分寸如何拿捏、如何充分發揮研究與應用間的巨大潛力、如何試探歷史與社會所建構的制度與機構的邊界，
在在考驗大學的自主性與大學的知識領袖們的視野、才度與智慧。再進一步，大學能否真正成為批判性與動態的反省性知識之孕育地方？這是批判的現代性的歷史建構。台灣大學沒有故步自封的條件，當前的台灣大學一如歷史的台灣大學，必須再度轉型。歷史給我們自身的質疑正是：我們能否開創新局朝向世界級大學，調整功能重新定位大學角色與意義，以及，塑造大學校園之風味？這是對我們做為大學一份子的嚴肅自我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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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質規劃實務上，大學校園規劃有其特殊性。它是一種具有特殊歷史與特殊功能的龐大教育機構，所謂百年樹人之地。由於這些佔有空間的活動都是正式而長期、複雜而影響深遠，其連續性又使得其校園空間具備極豐富而強烈的特性，被開文‧林區（Kevin Lynch）稱為是機構或機關（institutions），當作是一種特殊的實質規劃類型來看待（Lynch, 1971:343）。


� 台灣大學的整個校區還包括了陸續歸併的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今醫學院，1936年將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改為醫學部後併入）、高等經濟學校（今法學院，戰後改制為台灣省立法商學院，1947年併入），南投縣竹山的溪頭實驗林管理處、台北縣安坑農場、南投縣仁愛鄉山地實驗農場、文山植物園，以及，用士林芝山岩校地與國防部水源路原三軍總醫院與國防醫院用地交換，2000年移交的台大水源校區…等，全部校地約三萬五千公頃，接近台灣總面積的百分之一。目前除法、醫、公共衛生學院與附設醫院外，文、理、社會科學、工、農、管理、電機資訊等學院與進修推廣部等都在校總區。校總區面積約110公頃。若不計入位於外縣市的土地，台大的校產散佈在全台北市不少的地方，本文無意一一說明。至於溫州街、潮州街、甚至至東門一帶，因為自殖民時期起就是台大教職員宿舍分佈的地方，值得補充說明。就這部分，殖民城市的層級性模式表現得十分清楚，已經是台北市做為殖民城市的一部份了。越靠市中心，日式住宅的規模越大，多為昔日日籍教授的住宅。越靠台大校總區，因為離城市中心越遠，規模較小，等級也較低，大多為年輕講師與助教居住。


� 可佐以1932年以及三零年代的兩張校園配置圖做瞭解，兩者差別不大，清楚說明了1928年建校時，校園已具今日的雛形。


� 並未建成，但是規劃的構想清楚呈現。若按日本本土的帝國大學校園配置的慣例，應配置講堂才是。校園透視鳥瞰圖（圖四）見：李乾朗（1980），《台灣近代建築：起源與早期之發展1860-1945》，台北：雄師，頁123下圖。


� 大門廣場基本上是個七十公尺的正方形，椰林大道則為七十公尺寬、六百公尺長的帶狀林蔭道，以約十五公尺的大王椰所夾起的線性槽狀軸線則約二十公尺寬，四百餘公尺（過去）到六百餘公尺長（目前）。而以目前傅鐘為中心的校園中心廣場接近為兩個正方型的組合，但是實際尺寸則為一百四十公尺長八十公尺寬。強化包被感的建築物高約十五公尺。整理自：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委員會工作小組(1983)，《台灣大學校園規劃》，頁238。


� 日後傅鐘的位置正是中心點。


� 林家公館建於清乾隆年，為林家收取佃租的“公廳”，為今日公館地名由來。


� 加上今日傅鐘旁的鳳凰木，都是1932年由園藝系中村三八夫及大沼三郎教授所規劃，椰林大道也就是這時確立的，見：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委員會工作小組(1983)，《台灣大學校園規劃》，頁23；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小組（2001），《國立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報告書》，頁5。


� 約西亞‧康德（Josiah Conder）與東京大學的關係可以參考：Frampton, Kenneth and Kunio Kudo （1997）, Japanese Building Practic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Meiji Period,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ch.19, 特別是頁94-95。


� 可以與戈溫德林‧萊特（Gwendolyn Wright）對法國殖民地的研究結論對話，參考：Wright, Gwendolyn （1991）, The Politics of Design in French Colonial Urban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306-307.


� 漢寶德在1970年的演講稿中曾說過台灣大學校園勉強可歸入美國傑弗遜傳統下(Jeffersonian)，以維吉尼亞大學為典範的，誇張的巴洛克儀典性象徵。它以理性為高貴的目標，代表了知識貴族的觀念，階級觀念仍然很強，校舍以莊嚴與秩序，傲視周遭社會。見：漢寶德(1971)，“教育精神的象徵：學校建築所傳達的信息”，《建築的精神向度》，台北：境與象，頁249-250。


� 當時台灣大學的大學角色用傅斯年的話來說是：“以台北帝大為台灣總督府的學術參謀團，作為南進政策的基礎。”1949年4月16日，38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校長報告，見：李東華（1996），“勳績盡瘁，死而後已——傅孟真先生在台大”，《台大歷史學報》，第20期，附錄，頁153。


� 既然台北帝大為研究東南亞資源與便利在台日人青年升學而設，當時的台灣人只能讀理農學部與後來的醫學部，徐慶鐘、蔡雨澤、黃春木是1928年唯三位“本島人”就學者之一。台人子弟受限於報考資格，能參加大學考試的人數很少。台北帝大學生主要來自台北高等學校（光復後改制為師範學院）、台北商業專門學校（後併為台大法學院）、台南工業專門學校（成功大學前身）、台中農林專門學校（中興大學前身）及台北帝大預科（設於士林）。


�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由於軍事與經濟要求，日人在1940年由東京帝大工學部機械工學科丹羽重光等人組成工學部創設委員會，籌備成立台北帝大工學部。


� 殖民時期末期，台北帝大校本部學生不到百名，到2000年，台灣大學全校則計教師1801人，職員838人，大學部學生16,785人，碩士生6,409人，博士生2,563人。


� 傅斯年就任校長後淘汰不勝任教師與新聘教師眾多，像方豪、李濟、姚從吾、勞榦、董作賓、毛子水、董千里、錢思亮、蔣碩傑、全漢昇…等等，更詳細的名單可見：李東華（1996），“勳績盡瘁，死而後已——傅孟真先生在台大”，《台大歷史學報》，第20期，頁133，註10、11。


� 台北帝大時學生才數百人，1950年時的台灣大學已經增到三千多人，因此傅斯年時緊急的校園營造就是學生宿舍與上課的大教室，見韓復智(1996)，“傅斯年先生年譜”，《台大歷史學報》，第20期，頁294-295。


� 台大“四六事”件一直經過了近五十年才得到初步澄清，參考：台大肆六事件資料收集小組(1997)，“台大‘四六’事件考察——四六事件資料收集小組總結報告”。


� 參見：李秀美（2000），“傾聽傅鐘的迴盪聲響——傅斯年”，2000年台北人物誌，蕃薯藤數位科技，http:/value.yam.com/taipeipeople/edu01.htm；以及，李東華（1996），“勳績盡瘁，死而後已——傅孟真先生在台大”，《台大歷史學報》，第20期，頁129-161。


� 關於空間的表徵與再現的有關概念請參考：Lefebvre, Henri（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N. Donaldson-Smith（tr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夏鑄九（1997），“再理論公共空間”，《城市與設計》，第2、3期，12月，頁63-76。


� 傅斯年是北大“五四輩”的學生，在胡適影響下發起《新潮》與《新青年》呼應，鼓吹新文化，號召啟蒙，帶頭火燒趙家樓（曹汝霖宅）。他曾任北大代理校長，1949年為陳誠電邀由南京來台成為台大校長。參考：歐陽哲生（1996），“傅斯年與北京大學——紀念傅先生一百週年誕辰”，《傳記文學》，第96卷，第2期，頁16-22；民視新聞網-台灣筆記http://www.ftvn.com.tw。至於在治學方法上，或許，正因為傅斯年稟持的現代史學，或者說，實證史學的認識論立場，才使得他安然以學院的殿堂，短時間內勉強與當時的現實政治保持一點距離。傅斯年的史學研究角度可參考：李泉(1996)，“傅斯年與中國近代實證史學”，《台大歷史學報》，第20期，頁35-55；王汎森(1997)，“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新史學》，第8卷，第2期，6月，頁93-131；杜正勝(1998)，“史學的兩種觀點——沈剛伯與傅斯年”，《當代》，第133期，頁48-63。


� 參考：王汎森（1995），“傅斯年檔案雜記”，《當代》，第116期，頁33；趙毅衡（1999），“求博？還是求精？——傅斯年的例子”，BBCChinee.com。


� 1972年底選舉時康寧祥在校門口演講，指著台大校園，點明台灣大學與日本殖民時期台北帝大關係，要求學生跳脫為統治者與侵略者服務的角色，關心社會與人民，不要關在象牙塔裡。這種視野在1970年代初的台灣頗令人震撼。參考：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頁180-181。也由於如此，在1978年底選舉之前與舉辦過程中，台大校方以管理之名，把廣場列為校園內部空間，用圍牆圍了起來。至於鄭鴻生的書，乃是從1970年代質樸的年輕左翼學生角度，對當時台大校園反抗活動的歷史告白，對今日的台灣社會，仍有值得反思之處。據鄭鴻生相告，他在撰寫該書時，當年台大校園及其周遭的整個場景就一直盤踞腦海，還包括了蟾蜍山腳、景美萬盛街、新生南路公圳、溫州街、大門對過的羅斯福路“大學口”一帶等等。成槁時本希望畫一張地圖，標明重要相關地點，惜因時間與出版社原因而作罷。這其實就是校園的意象圖(image map)，是1970年代年輕的學生校園生活地圖，也是這些學生所認識與想像中的台大校園，值得研究。到了九零年代，校園民主的腳步加快，性別與性慾特質的運動衝撞保守的校園圍牆。男、女同性戀社團在台大校園中首先浮現，隱性的情慾經驗轉化為社會運動的認同過程，台大校園的空間與權力關係受到檢視，公/私領域的監控(surveillance)被因校園“現身”而受到強大的挑戰。可以參考：張喬婷(2000)，《馴服與抵抗：十位校園女菁英拉子的情慾壓抑》，台北：唐山，第三章，“女同志浮現：台灣大學”。


� 1956年，因陽明山道路拓寬工程剩餘龍柏一批，陽明山管理局贈與台大，由園藝系負責設計，種在椰林大道上，因陽光充足，生長過大，在颱風季節變成總務處事務組校園植栽維護的難題。同時期，園藝系于景讓、高化成、杜賡牲教授另建議種植杜鵑花於兩側。見：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小組（2001），《國立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報告書》，頁7。


� 譬如說，日本社區營造與參與是設計的進步學者延藤安弘目睹在台大校園中市民們輕鬆享用校園戶外空間的場景，認為日本校園的開放性都未及。


� 在虞兆中教授出掌台大校長之前，台灣大學由於其領導性角色的特殊性使然，台大校長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維持校園安定，而不是其他任何有關大學教育發展本身的事。


� 校園的有形邊界是過了時的象牙塔產物。對校園與城市之間，校園與社會之間的有形與虛擬的邊界的界定、突破與虛擬化，必然會在新的世紀裡被重新定義。舉例言，做為新竹璞玉計劃的顧問，作者曾建議未來的交大校區要與高科技廠商的研發中心整合在同一個地方，不宜斤斤計較校園實質空間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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